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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审美意象及其深层结构

意象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概念，无论东方的艺术还是西方的艺术，常常都要说到意象。意象又是个抽象而又含糊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对此尚有诸多歧见。本文所论及的审美意象，是指最能体现作家艺术家审美理想的高级形象。那么到底意象是什么？它和西方艺术的意象一样吗？如果不一样，根本的区别又在哪里？它又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它和意境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所有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艺术的美学本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对意象源流的考察  审美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意象说滥觞于先秦，渐熟于唐宋，而在明清则广泛应用。就其最初的雏型来说，它直接衍生于先秦《易传》的“易象”和庄子的“象罔”。而从思维方式上看，则可以追溯至人类远古时期的原始艺术时代，例如古人的图腾崇拜。《周易·系辞上》在谈到“言、意、象”的关系时提出：“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辞……’”。 它与《庄子·外物》篇中的“得意而忘言”的说法成为我国意象论的哲学基础。这里的象是指以具体名物为主体构成的象征符号系统的总体，此处的象还不具备审美意义。首先把“意象”作为合成词使用是东汉的王充，《论衡·乱龙篇》中有“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而第一次把意象用于文论的，则是刘勰。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认为，艺术主体在完成艺术构思之后，应“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这里，刘勰的“意象”是指创作主体在构思阶段上的“意中之象”。至唐代有了专指审美形态的“意象欲出”的说法。宋人黄庭坚有言“摹写相思意象出”，直至明清时代，“意象”作为文学作品的审美形态这一含义才广泛运用于诗文品评中，意象内涵才与我们常说的“艺术形象”的概念相近。许多论者开始关注意象，屡以意象论述诗歌、分析书法。这时的很多人不仅从各个侧面探索意象的深层内涵，而且还把意象看作是艺术的真正本体。明人李东阳《麓堂诗话》评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时说：“人但知其能道羁旅野况于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闲字，止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而音韵铿锵，意象具足，始为难得。”。王廷相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曾说到：“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难以实求是也。……言征实则寡余味也，情直致而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到清代，王夫之、叶燮、石涛、刘熙载、郑板桥等人对意象的内涵和特征作了深入的阐述和规定，意象这一美学范畴进一步走向成熟。
二、对意象概念的界定  然而我们遗憾的发现，意象虽经许多学者讨论研究，它还是个意指含糊的概念。长期以来，人们对意象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存在着分歧，直到今天学术界对意象概念也仍无一个一致的界定。例如敏泽先生说：“诗中的意象应该是借助于具体外物，运用比兴手法所表达的一种作者的情思，而非那物象本身。” 胡雪冈先生则认为：“意象是心意在物象上通过比喻、象征、寄托而获得的一种具象表现。” 前者谓托物见情，后者谓以情附物。我以为，虽然两人的着眼点有所不同，其实两人都认为意象是由“心意”与“物象”以某种方式结合而成的。我们都知道，“情”与“景”结合的常见方式也并非只有“托物见情”和“寓情于物”两种，可见两说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袁行霈先生包容前两说的见解，采取一种“二合一”的做法，他提出“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然而仔细推敲起来，前半句说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重心落在了“客观物象”上，容易被人接受，但后半句的重心则落在了“主观情意”上，不容易为人所接受，况且我也不同意意象的“象”是一种客观物象的提法。而在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则这样给意象下定义：“审美意象是指以表达哲理观念为目的，以象征性、或荒诞性为其基本特征的达到人类审美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
 此说一般人要一下子就理解并不容易，而且会把人引入众多复杂概念的沼泽中。好的定义应该既概括准确又能方便大家理解和接受，所以对意象概念的更理想的解说还有待于理论家的进一步研究。那么何谓意象，这里先不妨通俗点说，意象就是表意之象或者意中之象，它不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客观事物的主观映像，但不是人常说的物象，也不是心理学上所说的表象，而是作者所营造的反映作者情思理念的形象。也就是说，审美意象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也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应该定位在审美心理意义上。

三、意象是艺术品的核心  无论是从艺术品的实体结构来看，还是从艺术品的精神结构来看，意象都居于核心的位置。如果我们视一件艺术作品为一个生气自足的小宇宙，这个艺术作品首先在我们的眼前呈现出一个多层次的系统，一般的，这个系统是从物质实在层到形式符号层，再到意象核心层，再到意境超验层的纵深结构，而审美意象则居于这个宇宙的核心。在意象核心层，对于审美者而言已经实现了物理时空向审美心理时空的转化。例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只十四个字，展现在读者眼前的已经是一幅以“关山夜月”为意象的画面，通过这一幅画面，把读者的思绪带到一种千年之前、万里之外的雄浑悲壮的意境之中。以上是由外到内的来分析了艺术品的实体结构，另外我们还可以从艺术品的精神结构来观照意象。例如厦门大学的易中天教授在《中国艺术精神的美学构成》中，提出了从艺术品的精神结构来分析中国艺术的新视角。易先生认为中国艺术精神的美学结构可以从“生命活力、情感节律、意象构成、理性态度和线条趣味”五个层次去分析，这五个层次分别对应着气、情、象、法、言五个范畴。易中天教授还揭示了从“生命活力”到“线条趣味”的必然的、逻辑的联系。“源于生命本体的生命活力（气），只有通过情感体验（情）才能变成审美对象，藏于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只有通过意象构成（象）才能变成艺术。”在这里，意象构成显然是一个中间环节，把最内在、最深层、最隐秘的东西和最外在、最表层、最直观的东西联系起来了。我以为，易先生确实说中了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尽管尚属一家之言，这种从艺术的精神结构由内向外地来认识意象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四、意象是中国艺术特有的范畴  我们把中国的“意象”，和西方美学的“意象”作以简单比较，不难发现，二者其实是两码事，“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西方的意象（image多义词，含肖像、形象、写生等含义），二者都与心理学意义上的“表象”有关，（所谓表象，是指感知过的事物留在头脑中的形象，是人们通过感知活动获得的关于事物的表面形象，包括事物的形状、颜色、大小、声音、气味、味道、软硬等特征。它形成于感觉知觉过程中，保存在大脑里。表象虽然也是客观事物的主观映像，但基本上还是对客观事物外在形象的摹写，可以说是事物的客观形象）。但是西方的意象重形似，注重于“再现”；中国的意象则格外则重神似，注重于“表现”。中国的意象已不单是事物的客观形象，而是蕴含着主体思想情感的形象。是指熔铸了作者主观感情的形象，或说是指经作者运思而成寓意深刻的形象。西方的意象指称表达的对象，而中国的意象与其说是表达的对象，毋宁说是表达的媒介。譬如，郑板桥的“胸中之竹”，不同于西方画家笔下的静物写生，它已不是一般竹子的形象，而是一种坚强挺拔、不畏风雨严寒、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形象。当竹子的形象被赋予这样品格的时候，它已变成了一种意象。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差异？大的说是东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同，小的说是东西方的人格结构不同。

要理解中国的艺术就不能不了解一点中国人的哲学，古今中外似乎所有哲学的问题都可归于认识自我的问题。中国人更愿意以艺术审美的视角来关照宇宙人生。中国人通过自我的本心来认识世界万物，包括认识人自己。人若要认识自己，不需要外求，回到本心即可。“涤除玄览”，以心为镜，关照宇宙万物，最终将自我消解于宇宙万物之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与西方人恰恰相反。康德认为，西方人通过世界万物来认识人自己，把对象世界看成是人心的一面镜子，自我在对象的身上得到了反映。而对象本身则必须是隐藏的，否则人什么都看不见的，就好像人不能看见镜子本身一样，所以对象本身是什么，也便成了永远探索不尽的无底深渊，自我也便成了一个永远也捉摸不透的东西，到最后干脆实在没办法了，就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上帝”。武汉大学的邓晓芒教授称东西方这两种人格结构为“镜子结构”，也正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镜子结构”，造成了东西方艺术领域里审美意象的根本差别。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为例，弗洛伊德将人格结构分解为“本我（自然的我）——自我（现实的我）－超我（道德的我）”，其中“自我”是在“本我”与“超我”这对矛盾中寻找一种相对的平衡，而实际上“自我”为了寻找到相对的平衡被迫着一直朝前走，正如走钢丝的人一样一刻也不能停下来。而中国人却追求“无我”或者“忘我”，实际上是把自我消解在自然之中。如“庄周晓梦迷蝴蝶”，天人合一，物我圆融，正是中国士人理想的人格结构。既然中国人更愿意以艺术审美的视角来关照宇宙人生，如果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人的人格，那就是“中国非常注重内在的品质”。我们不妨可以倒过来，从人格结构来反观中国艺术审美意象及其结构，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中国艺术的本质。
五、意象的基本结构——意与象相合

中国人尚“内秀”，有话不喜欢直说，故立象以传意。意象即是表意之象或着说是意中之象。从内容上看，它由两个元素构成，“意”与“象”或“情”与“景”。情与景的统一，乃是审美意象的最基本的结构，也就是易中天先生所说的“主客默契、心物交融、情景合一”。在审美意象这一完整的结构系统里，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情与景两者水乳相融、不可分割。意象既不是物理空间里纯粹的客观物象,也不是客观事物被人感知而在人的意识屏幕上的简单的“投射”、“复制”，而是以客观物象为基础又被人的主观意识加工了的艺术形象。

1、意的基本结构——情与理相融
     中国人重情尚理。故有“诗缘情”，“诗言志”。所谓志，从具体的语境上来看，主要是指思想（理），具体的在儒即为儒家的政治理想，在道即为道家的思想认识。情与志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遂有“情志”这一概念。如陆机有“颐情志于典坟”之说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以情与志对举见义，一方面从言志美刺的角度出发，指出诗有顺美匡恶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从发愤抒情的角度出发，指出诗有吟咏情性的特点。刘勰所说的情，可归入感性范畴。《文心雕龙》中所用的五情、七情、情性、情趣、情韵、情源诸词，大体上都属于情这个概念。刘勰所言的志，可归入理性范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思想。《体性篇》有云：“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情与理（志），作为艺术家内在心灵整体的两个不同侧面，不仅是互补的，而且本质上是统一的。因此，在实际的审美意象创造中，往往是情中有理，理中有情。情与理（志）的有机统一，乃是审美意象的意的基本结构。

可见，审美意象结构里的意，是情与理的统一。如果用现代西方的眼光来审视，此意还应该包括非理性的无意识或潜意识。在荣格看来，意象是人的意识当中处于深层次的“集体无意识”的体现，隐含着人类久远而执着的“情结”。荣格认为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并不完全受作者自觉意识控制，而常常受到一种积淀在作者无意识深处的集体心理经验的影响，这种心理经验就是“集体无意识”。所谓“集体无意识”，用荣格的话来说“并非由个人获得而是由遗留所保留下来的普通性精神机能，即有遗传的脑结构所产生的内容。这些就是各种神话般的联想——那些不用历史的传说和迁徙就能够在每一个时代和地方重新发生的动机和意象。”换句话说，“集体无意识”是指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世世代代的普遍性的心理经验的长期积累，“它既不产生于个人的经验，也不是个人后天获得的，而是生来就有的。”这是一个保存在人类经验之中并不断重复的非个人意象的领域。“如果说意识是高出水面的一些小岛，个人无意识是由于潮汐才露出来的那些水面下的陆地部分，那么集体无意识就好比是广大无比的海床，具有更为内在和深刻的意义。”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在认识人类意识的深层积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此观之，中国传统意象乃中国人的普遍而悠久的“心理情节”

看来，意象中的“意”既包括情，也包括理；既有显意识的，也有潜意识的。而且还包括艺术家自身独特的生命元气。它是艺术家全灵魂与全人格的交融。中国古典审美意象论曾以胸怀、灵府、心源、胸次等名之，颇得其中真谛。以诗歌为例，诗的意象可以体现诗人的风格。一个有独特风格的诗人，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他个人的意象群。屈原的崇高与浪漫与他诗中的香草、美人，以及众多取自神话的意象有很大关系。李白的洒脱与飘逸，与他诗中的大鹏、黄河、明月、剑、侠，以及许多想像、夸张的意象是分不开的。杜甫的沉郁顿错，与他诗中一系列带有沉郁情调的意象联系在一起。李贺的诡怪和阴郁，与他诗中那些光怪陆离、幽僻冷峭的意象密不可分。
此外，意象之意结构中的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学派，甚至在不同的人那里，都具有不同的内涵。在道家看来，此情是与道相通的自然之情；在儒家看来，是“止乎礼义”之情；在理学家看来，是融于“天理”之情；在屈原、司马迁、杜甫等人看来，此情是现实人事之于人的愤懑之情；在李贽、汤显祖、曹雪芹等人看来，此情又是指带有个性解放色彩的人本之情。
2、象的基本结构——虚与实相生
中国人注重内在的品质同样影响了象的结构。象的结构是虚与实的统一。直接可感者为实，间接意会者为虚。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形传神，一是以象显道。

以形传神，强调外形与内神的统一形成了中国古典美学关于意象之象的形神论，此说可以溯源于《易传》和《庄子》。《易传•系辞》言：“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初涉物象外形与内质的关系。庄子则从道与物的关系出发，提出重神轻形的主张。他认为，对于一个人，形体是生是死，是美是丑，都是无关紧要的，主要的是他的精神是否与道合一，达到与自然俱化的境界。在刘安主编的《淮南子》里也多见形神论，强调以神为主，但不否定形的作用。只是认为形与神相比，形处于从属地位而已。魏晋之时，形神论演绎为魏晋玄学“重神理而遗形骸”的人物风度论。此外，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也很强调抓住人物的“意思所在”而传其内在的精神，主张用“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之法来塑造小说的人物形象。从上可见，以形传神，形神兼备，乃是中国古典审美意象论对于获取审美意象之象的最基本的要求。形与神的统一，是象之内在结构的又一个重要规定。

以象显道，是物象与象外之道或气的统一。具体说，就是指艺术家在取象之时，应突破有限的孤立的物象，使物象体现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道或气。南朝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评张墨、荀勖的画云：“风范气候，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所谓“取之象外”，即指突破有限的物象，以有限的物象体现无限的作为宇宙本体和万物生命的道和气。南朝山水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所云：“山水以形媚道”、“皆微于言象之外者”，旨意同于谢赫的“取之象外”，强调应该让有限的物象显现出宇宙无穷的生机。沿至唐宋元明，象与道相统一的思想得到多方的阐发，不仅见于绘画，而且也见于诗歌、书法、园林建筑等艺术门类。在诗歌方面，刘禹锡言：“境生于象外。”提出意境乃是由象与象外的道相互通融而生的。释皎然言：“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趣，写真奥之思。”司空图言：“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皆指审美意象之象，要体现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从有限进到无限，从而使审美意象显现出一种别样的生机。在古典园林建筑艺术方面，苏轼有诗云：“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所谓“高楼能聚远”，意指有限的物象能体现无限的宇宙万物的本体。苏轼在《涵虚亭》一诗中云：“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也为此意。其后戴醇士云：“群山郁苍，群木荟蔚，空亭翼然，吐纳云气。”张宣题倪云林画《溪亭山色图》也谓：“石滑岩前雨，泉香树杪风。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事中。”有限的小小的亭，不仅能汇聚无限的江山之景，而且还能体现无限的宇宙之本体。因为亭子的特点是空，是虚，正由于其虚，故有气的流动，有了气的流动，就能吸引和聚集无限的空间，体现出无限的生气。亭子如此，更小的窗户也是如此。明代计成在《园冶》中所云：“轩楹高爽，窗户虚邻，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正是此旨。从上可见，以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体现本体的无限的道或气，物象与道的统一，是象这一结构的一个基本规定。
至此我们分析完了意象的结构。通过意象，我们又可以分析出艺术家在“游心内运”的意象构造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心灵律动。从这心灵的韵律里，可见出内在的情与外在的景完美无隙的交融。心（意）与物（象），既然同为天地之万物，依照中国古典哲学的世界发生论和宇宙万物本体论看，无疑都是由阴阳两极的交感化合相摩相荡所生。而阴阳两极则由气所化，气得之于道。道乃是宇宙万物与生命的终极本体，当然也是艺术的本体。
六、意象与意境的比较  意象与意境同为中国艺术的两个重要的范畴，“意境说”从时间上来看要比意象说要晚得多，前者汉代以前已经成熟，后者的形成则在盛唐以后。认识意象也不能不谈及意象和意境的关系，二者既紧密联系又有区别。二者都讲究情景交融，都具有言外之意。但“境生于象外”，意境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在于人的联想和想象，而另一方面更在于意象能“显道”和“传神”。意象与意境不能分割。“如果意象是花朵，意境就是春天”。有一首诗说，“'如果春天要等花儿开了才来，如果花儿要等春天来了再开，春天就永远也不会来，花儿也永远不会开。”诗人为了做诗，将春天和花儿强行分开。实际上，春来了，花开了，花开了，春来了，二者又怎么能分开呢？意境与意象的区别在于：意象是以象寓意的艺术形象，意境是由那寓意之象生发出来的艺术氛围。认识意象是一种求解方式的思维，更重于理性；而认识意境则是一种体味方式的思维，更重于感性。“意象是诗意的载体，意境是诗意空间；意象让人从旁观赏，意境却让人身入其内、神游其中。”毛瀚教授还把意象与意境的关系作如下的表示：“意象＝物象×情思；意境＝意象＋氛围＝黑＋白 ”
我以为这样的说法再也清楚明白不过了。

综上所述，意象是中国艺术所特有的范畴，和西方的意象有着本质的不同，其内部结构与中国人的人格结构有着内在的联系。意象是意与象相合，意是情与理相融，象是虚与实相生；通过对意象的品读，可以达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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